2022年广东卷“娜拉出走”试题分析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彭湃中学王文庆
（2022年广东卷·8）1918年，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名作《娜拉》在中国出版，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的行为被称赞为体现了“女性的自觉”，后来鲁迅发表《娜拉走后怎样》，则作如下比喻：“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以下解释正确的是
A． “小鸟”代表尚未觉醒的女性         
B．“笼子”是指落后的经济形态
C．“无路”源于君主专制的压迫         
D．“鹰”等是指社会上的旧势力
答案：D
[bookmark: _GoBack]试题立意：国家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是女性真正获得独立的前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主干知识新文化运动，设置的情境是易卜生的作品《娜拉》中的主人公娜拉出走的场景，对社会上不同的势力进行了比喻，把主人公娜拉比喻为“小鸟”，通过“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的行为被称赞为体现了‘女性的自觉’”，说明“小鸟”代表了已经觉醒的女性，排除A选项；鲁迅发表《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先生认为，如果不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女性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改变自身的不利地位，结局注定是悲惨的。为什么结局是悲惨的，应该结合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进行分析，“笼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中代表的落后的封建礼制，实际上指的是封建社会中束缚女性的旧道德，所以B选项中“‘笼子’是指落后的经济形态”是错误的，排除B选项；结合时间1918年，清王朝已经被推翻，不存在君主专制，材料中“无路”是因为以“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旧势力强大，女性的反抗还无法成功，所以C选项错误；“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中的“鹰”、
“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都是指当时社会中的旧势力，选择D项较为合适。
◎史料阅读素材：
史学材料研读一：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的提出，白话文的提倡，也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条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陈独秀把它在《新青年》上发表出来，并且紧接着在下一期《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烈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写道：
“孔教问题，方喳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有不顾迂懦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这两篇文章虽然鼓吹“文学革命”，但还是用文言文写的。从一九一八年起，《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发表文章，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统一起来。接着出版的《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等都采用白话文。新式标点符号，也由《新青年》的提倡而得到推广。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是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篇，在新文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尽管在这以前也已有人以白话文写作、但只有到这个时候，它才取得主导的地位。
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不仅有助于人们的思想从旧框子束缚下解放出来，有助于使文字的表达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并且明白易懂，有助于把文化从少数人占有下解放出来，能够为更多的平民所理解和接受。这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大功绩。
在《新青年》的有力推动和影响下，从通都大邑到边远城市，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提倡科学等口号的提出，使这场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时更为广泛。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以所向披靡之势，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短时间内，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摧枯拉朽地清扫了旧有的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做了重要准备。一些旧文化代表人物气得暴跳如雷，进行猛烈的攻击（如林琴南写的轰动一时的影射小说《荆生》），但已无法阻挡这股潮流的前进，反而更扩大了它的影响。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然也要看到，初期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高一涵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写道：
“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
当进入一九一六年时，新年伊始，陈独秀发表文章说：
“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
“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2）
这种思想在五四前夜那个历史转折时期，猛烈反对专制和迷信，反对千百年来“儒者三纲之说在”，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但他们的着眼点还只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一九一八年写了《易卜生主义》，鼓吹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他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娜拉》（中国译作《傀儡家庭》），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这个剧本引起广泛的关注。有人称赞它表现了“女性的自觉”。鲁迅却清醒得多，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尖锐地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鲁迅的观察是深刻的。拿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绝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极端深重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可言。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能够置个人的一切于不顾，甘心情愿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的光明未来而奋斗？就因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以为只靠变革思想，中国就会整个地改变，实现现代化，那是办不到的。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领域里谈来谈去，结果同样只会流于空谈，不可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这是中国先进分子从长期的痛苦摸索中得出的教训。人们又继续向前探索了。
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关注的焦点，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确实，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是没有前途可言的。把“改造社会”放在“个性解放”之上，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已从表层向更深层次开掘。这种新的觉悟，是中国人对民族前途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摘编自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四章，第149-153页

史学材料研读二：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
辛亥革命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是一场制度革命的胜利，以后，虽然发生了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但是都很快失败了，这表明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但是，复辟的事实又从另一方面说明，仅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是不够的，它不能巩固，“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是不会成功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变革也就进人观念层面近代化的阶段。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认为，国民性的改造归根结蒂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根本之点就在于“重人的价值”，树立“独立人格”。为此目的，他们提出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
个性主义，或称个人主义，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块基石。
近代启蒙的根本含义是人性的觉醒、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的启蒙运动（戊戌启蒙）并没有抓住这个主题。那时，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兴起的是一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制度改革为主旨的政治启蒙运动，它对于个性解放并不很关注。“天赋人权”的呼喊和“新民”的鼓吹，是在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但是却被淹没在政治论战和武装革命的波涛中。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把唤醒“国民之自觉”作为根本任务。所谓“国民之自觉”，即使大多数国民“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们从那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妇女解放的潮流、“我怎样想就怎样写”的白话文运动，从鲁迅批判“吃人礼教”的小说《狂人日记》和郭沫若感情“自然流泻”的诗歌《女神》中，都能听到个性解放的强烈呼喊，并感受到它的深刻影响。
与鼓吹个性解放同时，“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也响彻云霄。科学与民主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才提出来的，早期维新派就已朦胧地提出了这种要求。戊戌维新时叫做“格致”和“民权”。到20世纪初年，科学与民主已成为强劲的社会思潮。新文化运动时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是继承以往的科学和民主思想而来的，但亦有重要的不同。以往提倡科学与民主，其目的不是要人们树立科学与民主的态度，也就是说，并不着眼于改造人的心理素质，而主要着眼于富国强兵和改造社会制度。那时先进人物的思想逻辑是：科学与民主能够使国家富强，而只有改变专制制度才能保证民主的实行和科学的发展，因此首要任务是改变社会制度。那时，最有影响的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和孙中山的共和革命思想，其主旨都是要尽快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形势不同了，当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共和制度，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认为这就需要提高国民觉悟，而提高国民觉悟的主要方法是培养国民的科学与民主意识。陈独秀曾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一篇阐述新文化运动宗旨的文章，其中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因此，他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项人生准则。这就是要青年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当时胡适提倡实验主义（或称实用主义）也是出于这种目的。所谓实验主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普遍化，上升为一种方法论，进一步又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树立起科学和民主意识，于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与传统的以纲常名教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陈独秀从这样的视角批判儒学：“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乃是一种“奴隶道德”，它使为民者、为妻者、为子者都成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而新文化运动正是要在伦理层面上改变旧文化，它把伦理的觉悟看成是“吾人觉悟最后之觉悟”，因此表现出十分激烈的反传统情绪。传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而新文化也在伦理、心理层面展开了近代化的进程。这样，中国文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张岱年 方立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十八章，第334-335页

史学材料研读三：鲁迅对“国民性改造”的认识
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中，最早并且正式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是鲁迅。早在辛亥革命前，鲁迅求学于日本时，就与好友许寿裳讨论了“国民性”问题。他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病根何在？他意识到中国人民在思想意识和性格上的许多痼疾，都是封建蒙昧主义禁锢的结果。传统的思想文化的最大弊端就是扼杀人的主体意识，把人治得愚昧、麻木、盲从、落后。因此他认为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如果不从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压抑下解脱出来，革除旧意识的话，中华民族就很难立足于世界。他后来曾经回忆当时自己的思想认识说：
“凡愚弱的国民……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这说明，当时的鲁迅已经开始考虑到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为此他提出要“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所谓“张灵明”就是发扬人的内在精神，所谓“任个人”就是要解放个性，也就是要革除旧意识，从根本上解放人的思想。基于这种认识，他进而提出了“立人”的主张，认为“人立而后凡事举”，也就是说人的重新塑造是最根本的。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劣根性的危害。他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因此，他在经过一番苦闷和思索后，又以战斗者的姿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并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在他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他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本质，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广大社会成员既是“被吃者”，又是“吃人者”这一角色冲突的描述，揭露了在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的钳制和毒害下国民麻木愚昧的性格。他用生动的描写揭露了“被吃者”的吃人方法：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鸣咽咽的笑声。
这是对中国国民作为“吃人者”的普遍性格——“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揭露。然而“吃人者”同时也是“被吃者”，于是就有“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的心态。“吃人者”也会讲道理，不过“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有的则千方百计掩盖“吃人”的现实，当有人揭露而无法否认时，或以“这是从来如此”为辩护，或以“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相威胁。从这些描写中，我们读到的却是国民性中勾心斗角、虚假伪善、自欺欺人等弱点。文中尤其表达了对“狂人”的大哥——一个读书人——的痛心，他在讲道理时还心里想着“吃人”的事，并且对“吃人”之事“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很明显，这是对革命队伍中一些知识分子性格弱点的揭露。因此，鲁迅借“狂人”之口说：“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然而，当“狂人”在劝别人“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时，他竞发现，他自己也是“吃人”的人，并且已经“有了四千年吃大履历”。这表明，他认为国民性改造首先要从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自身开始。鲁迅这种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认识比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的认识要深刻得多。
之后，他又在一系列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卑怯”、“贪婪”、“自私”、“自人”、“苟活”、“爱面子”、“精神麻木”、“自欺欺人”等劣根性。在他继《狂人日记》后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中，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下层社会中不幸人们的种种精神病态，如孔乙己的“要面子”、华老栓的“愚弱”、闰土的“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通过这些艺术形象的塑造，鲁迅试图说明一点：“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鲁迅不仅揭示了下层社会人们的精神病态，而且也剖析了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们曾是五四高潮时期的反封建勇士，但当高潮过去以后，他们却逐渐颓唐消沉，倒退到他们以前所极力反对的境地。这同样是对“国民性”弱点的令人深思的揭示。
在批判、抨击中国传统“国民性”弱点的同时，激进民主主义者又从各方面论述了理想国民性即理想人性所应具备的特质。
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针对传统国民性中最大的弱点即奴隶性提出来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论述。他们从“天赋人权”出发，认为“自主之权”是每个人所天然应该享有的，是所有人权中最根本的。这种权利不容他人剥夺，更不应该自己放弃。同时，他们从“个人本位主义”出发，认为“自主独立的人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他们大力提倡个人的自我主体意识，主张废除一切依赖性。“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进而争取“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
自强自尊的态度。这是针对传统国民性中的卑弱特点提出的。所谓自强自尊，就是要有一种“自觉自重之精神”，要坚信“人生幸福，是人生白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因此要有“天下者，我们之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于，谁干”的豪情壮志。要正视人生，反对“天命论”，反对“顺世堕落”，“厌世自杀”，同时要维护自身的尊严，充分体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真诚博爱的胸怀。这是针对传统国民性的“自私”、“贪婪”、“虚伪”等劣根性提出来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虽然主张个人本位主义，但他们反对为一己之利益而损害他人之利益，主张事事“推己及人”，“以尊重一己之心推而施诸人人”。鲁迅认为，中国传统国民性中“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而充满着“瞒和骗”。因此，他呼吁“精神界之战士”“作至诚之声”，“作温煦之声”唤起国民真诚和博爱的理想人性。
进取竞争的意识。这是针对传统国民性中保守、安命知足的惰性而提出来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从进化论的角度认识到进取、竞争性是生存发展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理想国民性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他们指出，传统国民性中的“苟安忍辱，恶闻战争”。“退缩谦让”，“逆来顺受”，“不为天下先”都是“吾华人最大病根”。因此要勇于开拓，敢于冒险，不甘沦亡，不甘落后，不安于现状，以尽“人生之天职”。
开放、世界的观念。这时针对传统国民性中封闭、虚骄白大的劣根性提出来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近代中国正处于向前发展的世界潮流之中，而中国的许多人仍然“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这是“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而国民无“世界智识”，其国家也难以独立存在于世界。因此，他们呼吁“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要打破形形色色的锁国闭关和夜郎自大的心态，要吸取“世界之智识”，跟上世界潮流。
科学务实的精神。这是针对传统国民性中的迷信、愚昧、虚文和“妄作之风”而提出来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当时的国民仍处于“蒙昧之世”，是“浅化之民”，其思想仍受“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只有讲求科学，“一遵理性”，才能破除迷信，去除“无知妄作之风”。他们还认为，“一切虚文空想”于个人、于现实生活都是不利的。而中国长期以来“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都是“崇尚虚文”，因此要大力提倡务实精神，“崇实际而薄虚妄”，结束“愚昧劣等之生活状态”。
从以上激进民主主义者所主张的理想国民性的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改造思潮，无论其深度还是其广度与辛亥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相比都显得更广泛和更深刻。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改造思潮已经开始突破仅仅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培养合格国民这一功利目的的局限，而初步具有争取“人的完全恢复”，追求理想人性的更高境界，从而使其启蒙意义更加鲜明。
——摘编自彭平一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冲破思想的牢笼》，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四章，第222-226页

史学材料研读四：科学与民主是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以儒学或儒、释、道为其主要内容。到了近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儒学地位的衰落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形成了近代文化的新内容。由于近代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发展源流不同于古代文化，因此，近代文化的内容同样不同于古代。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传统儒学衰落，旧的文化体系解体，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化因素和文化部门。声光化电、民主自由、新式礼仪习俗等，纷纷展示在人们面前。那么，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究竞是什么？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科学和民主。
科学和民主虽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实际是对近代文化基本内容的概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伊始即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后来，“人权”改提为“民主”。他坚定地相信：“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里所说的科学和民主，都是从广义上讲的。科学既指自然科学，又包括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民主的含义同样广泛，既包括近代民主制度、民主精神，又包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解放和变革。这两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内容。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先进的中国人都在为此孜孜探索。关于科学，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时，国人进一步认识到还要学习声光化电等近代科学技术。在“中体西用”的旗号下，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经济技术最先被吸收进来，成为近代文化的基本内容之一。甲午战争后，以严复在《天演论》序言中提出学习科学的方法论，直至主张学习社会科学各方面的知识，反对愚昧迷信的思想等，深化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人们不再把科学只看作具体的科技知识，而且还包括科学法则、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等深层次的内容。所有这些，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的口号作了长期的准备。
民主在近代中国，首先表现为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即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向往。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介绍议会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渐渐多了起来。不过，此时的赞同者选择的是君民共主政治。他们认为，民主权偏于下，君主权偏于上，君民共主权得其中。所谓君民共主实指君民不隔，是一种次民主政治。1895年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维新运动，要改变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这场变法运动虽然因遭到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但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守旧势力和传统文化，为近代的政治变革造了舆论，推进了近代民主化进程。在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不仅希图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而且在思想上宣传民权平等，在知识界中有着重大影响。资产阶级文化的民权平等，同封建文化的纲常名教不相容。张之洞就竭力反对民权说，他在《劝学篇》中鼓吹“君臣之义，与天无极”，扬言“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无一益而有百害”。从反面可以看出，民权平等思想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冲击。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民主共和国的方案，皇帝不要了，比康梁更进了一步。正因为民主思想的传播、发展，才有五四时期“民主”口号的提出。如果没有长时期的思想启蒙，对封建文化的荡涤，那么也不会产生五四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0年1月第1版，第一章，第10-12页
试题反思：首先，本题从核心素养角度体现了历史解释，题干中出现的“小鸟”“鹰”“笼子”“无路”等带有比喻意义的词汇，都需要结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做出正确的历史解释；其次，本题也体现了时空观素养，材料中给出的时间是1918年，需要通过时间来判断此一时期的阶段特征，如：此一时期政治上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并没有君主专制的特征，所以通过时空观素养可以对选项做出正确的判断；再次，从家国情怀的角度看，鲁迅先生认为拿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绝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极端深重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可言。基于此确定本试题立意：国家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是女性真正获得独立的前提。同时，也鼓舞我们后世人努力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安全，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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